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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流的学问：重返学术史看陈寅恪的意义
葛 兆 光

摘　要：关于陈寅恪先生的学术史意义，只有置之于２０世纪上半叶中国学术转型，以及当时的国际学

术特别是东洋与西洋“东方学”（“东洋学”）及“中国学”的大趋势中，才能够得到深入理解。晚清民初即陈

寅恪先生进入学术世界前后，中国学术尤其是历史学领域，出现了“历史缩短”、“空间放大”、“史料增多”的

新趋势，现代中国学术正是在这样的趋势中，同时在西洋与东洋的“东方学”（“东洋学”）或“中国学”的刺激

下，才出现了巨大变化。陈寅恪与他的学术同行，不仅在学术上能够“预流”，即在重大历史问题上与国际

学界进行对话与竞争，同时也站在“中国”与“世界”之间，促使２０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学术界尤其是历史学

界重视新问题、发掘新资料、探索新领域，突破传统汉族中国历史空间，呈现出中学与西学汇通的新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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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历史研究：在民族与世界之间

这个题目，其实季羡林先生１９９０年就已经提到了，他列举了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里谈到的清
代“西北史地之学”、王国维１９２５年演讲说的最近的新发现和新学问，以及陈寅恪在《陈垣敦煌劫余
录序》里说到的“新材料和新问题”，讨论了什么才是“预流的学术”①。
那么，今天我们为什么还要重提这个题目呢？坦率地说，是基于如下考虑。第一，希望人们真正

关注一下在大学里面，什么是真正的学术。笔者越来越感觉到，我们现在的大学不太像做学术的地
方，有时候甚至像风月场，也有时候像游乐场，而且有时候，专业的学术和业余的爱好，好像也分不清
楚。大学怎么会变得跟大学之外的地方没什么不同？这真奇怪。所以，我们首先要关注的是：什么
是大学里面真正该有的学术。其次，笔者也想请学人关注一下学术史，以及怎样从学术史的角度理
解前人做的事情。反过来说就是，大学，尤其是人文学科的研究，绝不是拍拍脑袋，凭自己的小聪明
和感悟就讲一个引子。１９２９年，是陈寅恪到清华大学的第四年，———他１９２５年底应清华学校的邀
请，离开法国回到中国，１９２６年初来到清华，清华的聘书其实九个月之前已经寄出，但陈寅恪请了
假，１９２６年才来，所以这时只是他回国的第四年②。当时，北京大学１９２９年的毕业班在毕业之际请
陈寅恪题词，陈寅恪就给同学们题了两首诗。第一首诗的前两句是：“群趋东邻受国史，神州士夫羞
欲死。”③就是说，一批又一批的人到日本去学习中国史，让中国的知识分子觉得真是羞愧欲死。大家
能从这句话里感受到，陈寅恪先生对由外国人讲中国史感到很没面子，很丢人。所以诗的后两句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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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田巴鲁仲两无成，要待诸君洗斯耻。”意思就是，要等待你们一洗耻辱。换句话说，中国历史学要
有自己解释中国历史的能力，不要等到外国人去替我们解释，这当然是带有一些民族感情色彩在里
面的。第二首诗的四句是：“添赋迂儒自圣狂，读书不肯为人忙。平生所学宁堪赠，独此区区是秘
方。”就是说读书不是为别人，是为自己读；我一生学问没有什么能赠送给你，只有这句话是我的秘
方，能赠送给你。他的意思就是说，读书做学问要把学问当作根本，当作生命，是你自己的事情。

如果仅仅看到这一点的话，人们会觉得陈寅恪是不是一个非常强调民族学术独立，或者说强调
民族主义史学立场的人呢？也不完全是。到了１９３１年，纪念清华学校成立二十周年，这时清华刚刚
改名为大学不久，此前很长一段时间都叫做清华学校。现在有些人总是把王国维、陈寅恪、梁启超、

赵元任所在的研究院称作“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这个名字有两重错误，应该叫“清华学校研究院”。

那个时候清华大学叫清华学校，而且这个研究院不叫“国学研究院”，只是研究院最初设立的“国学
门”。清华学校成立二十周年之际，陈寅恪写了一篇文章，叫做《吾国学术之现状及清华之职责》①，里
面有一句话说：“国可亡，而史不可灭。”意思就是说国家可以亡，但自己的历史不可以灭掉，为什么？

因为他认为，这“实系吾民族精神上生死一大事”。有一年，笔者曾经与一个以色列的历史学家对谈，
当时感受非常深刻的就是，在以色列这个国家，历史学可能是最发达的学科之一。因为以色列在强
敌环伺之下，在一个地方重建立国，它必须要证明：我们是一个国家，我们是一个民族，我们有一个共
同的历史，这样，犹太人才能够有认同，才能够团结起来。陈寅恪讲的这句话也是这个意思，哪怕形
式上的国家、政府、朝廷可以灭掉，但是自己的历史，自己民族认同的根不能灭掉，所以，他对历史非
常重视。但他也讲了另一段话：“今日国虽幸存，而国史已失其正统。”意思是，虽然我们国家还存在，

可是我们国家的历史已经研究得很不好了。为什么呢？“东洲邻国以三十年来学术锐进之故，其关
于吾国历史之著作，非复国人所能追步。”他所说的“东洲邻国”就是日本，意思是说，日本人研究中国
史比中国人还厉害，他们有很多历史著作，反而我们还赶不上。从这段话可以看到，陈寅恪一方面在
学术上很坚持民族本位，但另一方面，又非常客观地承认东洋人、西洋人对中国研究的长处。那么，
这两首诗和一段话都出现在２０世纪二三十年代之交，我们要问，为什么在这个时候，陈寅恪集中表
达了他在历史问题上的一种焦虑？

所以，我们今天要重返学术史。

一、晚清民初学术变化，以及１９２０－１９３０年代的学术新契机

我们现在的学术史研究，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好多人号称自己研究学术史，但实际上讲的都是
人的感情、人的精神、人的思想观念。比如说王国维，一个人可能连王国维研究的甲骨之学也不懂，

对王国维研究的西北史地、金元史等等都不懂，就去研究王国维。他只记得一条，王国维往昆明湖一
跳，表现了他“义不食周粟”，“五十之岁，只欠一死”，可是这不叫学术史研究。很多人也研究陈寅恪，

但是一研究陈寅恪，就记住他在王国维纪念碑上写的两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②，还有就是他
给中国科学院的那封回信中说的，不宗奉马列主义③。这也不是学术，虽然这种立场很可贵很重要，
但它只是一个人的思想。我们当然应该缅怀这些学者的精神气质，可问题是把这些东西当学术，学
术史就变成观念史或者精神史了。所以，我们今天要重返真正的学术史。讲到真正的学术史的时
候，可能就没那么有趣了，既没有人跳湖，也没有人立碑，我们现在要讲的是比较枯燥的学问。
首先笔者会讨论晚清到民初，换句话说，就是２０世纪初的那二三十年之间学术的变化。从晚清

到民初，我们用最简单的方法来回顾学术史的话，中国学术史最重要的三方面的变化，第一方面是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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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缩短，第二方面是空间变大，第三方面是史料增多。

何谓“历史缩短”？就是缩短传说历史的古老性和神圣性，通过历史考据来翻案，讲很多古代经
典的伪造，渐渐引出“疑古”，就是尽可能地缩短神话时代，或者考证历史传说，通过历史考据来重新
叙述历史，把三皇五帝以来的漫长的传说的、神话的历史清理掉。这个一方面是所谓学术现代化，或
者说学术科学化的一个表现，即不能拿传说和神话来代替历史。所以，三皇五帝时期的传说就要慢
慢地被去除，即从历史中把这些传说和神话驱赶出去。但是，另一方面也是革命性的需要。因为经
书和史传里所谓道统和神话的消灭，瓦解尧、舜、禹、汤、文、武的历史系统，甚至瓦解孔子以来的道统
的神话，是当时一个重建历史、重塑现代中国的一个必须途径。这个可能很多人都知道，它从康有为
（１８５８－１９２７）以来，一直延续到顾颉刚（１８９３－１９８０）的《古史辨》，是有这样一个新传统的①。但这个
所谓的“缩短历史”，将神话和传说从历史中驱逐出去，在日本和朝鲜也同样存在。日本向来就说，大
和民族从天神降临一直到天皇出现，历史不比尧舜禹短。可是从白鸟库吉（１８６５－１９４２）———日本现
代史学家中很重要的一个人物———到津田左右吉（１８７３－１９６１），都在破除这个神话。同时，在朝鲜
也在破除一个神话。朝鲜有两个神话系统，一个神话系统是以中国殷商末期的箕子为源头创建的
（箕子是朝鲜的先祖）。但是后来，朝鲜为了自己立国的自尊，为了重塑自己的历史，它不愿意说箕
子，改说檀君，檀君是长白山天池降临，时代与尧舜相当，因此历史很长。但是，我们注意到，那个时
候包括日本白鸟库吉的《檀君考》，都在瓦解这个神话。另一个日本有名的朝鲜史学者今西龙也写了
一篇《檀君考》，指出檀君并不是朝鲜民族全体的始祖，只是平壤一代有关当地仙人王俭的传说和祭
祀用的萨满仪式，要到蒙元入侵的危机之时，为了鼓舞、动员、认同，才变成全民族的始祖神的②。所
以，在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这段时间内，整个东亚（这几个国家）都开始了从历史中驱逐神话和传说
的运动，这是当时学术的一个趋势③。

第二，何谓“空间变大”？就是把研究历史的地理范围变得更大。比如说研究中国，就不再把中
国历史局限在“三皇五帝到如今”那样一个系统里面，换句话说，就是不再把历史局限在传统的汉族
中国的范围内。这一方面也有学术现代性的意义，当时欧洲的中国学家也就是东方学家，因为探险、

殖民等一系列活动，对于中国的周边包括新疆、西藏、印度、中亚以及东南亚（包括缅甸、越南）都有很
多的研究。而且因为这个广阔的地区内语言非常复杂，宗教非常复杂，文化彼此不同，所以，就发展
出了一整套所谓欧洲“东方学”的传统。欧洲最早比较宗教学的成果之一，就是由牛津大学的马克斯
·穆勒（Ｍａｘ　Ｍüｌｌｅｒ）编的《东方圣书集》，共４６册。书中把印度的吠陀文献、佛教文献，各种各样的
东方文献都汇集在一起，这就推出一种学术趋向，即语言、历史、文献的互相比较，所以，宗教学在一
开始被称为“比较宗教学”，其名言就是歌德那句“只知其一，就一无所知”④。在汉学家里面，不要说
我们熟悉的伯希和，就是他的老师沙畹（Ｅｄｏｕａｒｄ　Ｃｈａｖａｎｎｅｓ，１８６５－１９１８），除了做过《史记》的翻译
之外，也继承和发扬了欧洲东方学的传统，对汉族中国之外的中亚、印度、南海等等区域的中西交通
史，始终特别关注。他对《魏书·西戎传》（１９０５）、《后汉书·西域传》（１９０７）、《后汉书·班超班勇传》

等有关中西交通的文献，做过很深入的研究；在翻译文献上，除了他得到“儒莲奖”的法文翻译义净
《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１８９４）之外，另有与人合译的《悟空行纪》（１８９５），翻译北魏的《宋云行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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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来等到金石学、考古学发达，上了科学轨道以后，然后用地底下发掘出来的史料，慢慢地拉长东周以前。”（《古史辨》第１册，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第２２页）

参看［英］麦克斯·缪勒：《宗教学导论》，陈观胜、李培茱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０年，“序言”第２页。



（１９０３）、宋初的《继业行纪》（１９０２，１９０４）及宋代出使辽金的许亢宗《宣和乙巳奉使行程录》（１８９７－
１８９８）、南宋淳熙年间周煇的《北辕录》（１９０４）。同时，他也对景教碑（１８９７）、突厥十二支（１９０６）、印度
来华僧人僧会（１９０９）、求那跋摩（１９０４）、闍那崛多（１９０５）进行过研究或考证。此外，如果要了解今天
的云南，也要看他当年对南诏德化碑等石刻资料（１９００，１９０９）、丽江历史（１９１２）等的研究论述①。
这个趋势在西洋人中是如此，东洋人中亦是如此。东洋人，包括之前所提到的白鸟库吉等人，以

及京都大学的内藤湖南（１８６６－１９３４），也包括比内藤湖南和白鸟库吉更早的学界前辈，像那珂通世
（１８５１－１９０８）。他们这一群人都出现于一个共同的研究趋势中，总结下来就是：他们开始不仅仅对
汉族中国有兴趣，而且对“满、蒙、回、藏、鲜”都有兴趣。“满”就是满洲，“回”就是回疆即新疆和中亚
一代，“蒙”就是蒙古，“藏”就是西藏，“鲜”就是朝鲜。因此，一方面是学术上东洋人在跟随着西洋人
走，西洋人有这些学问，东洋人也要与他们一较高下，但同时它又与当时日本对于中国领土的野心有
很大的关系。因为在晚清的时候，日本一个很流行的说法，就是“清国非国论”，意思就是大清帝国不
是一个现代国家，所以，它们认为中国早晚都要被列强瓜分的，而日本要参与到其中去。思想家、教
育家福泽谕吉（日本最大面额的钞票一万日元上印的便是他的头像）在明治三十一年（１８９８）曾发表
过一篇《十四年前の支那分割论》，文中回忆自己在１８８４年曾经指出，中国被列强分割的危险迫在眉
睫，似乎不可避免，因此，已经现代化了的日本，为了自身安全要采取措施，参与分割的竞争②，一方面
我们要保全中国，指的是保全汉族中国，另一方面我们要加入列强去参与竞争，把满、蒙、回、藏、鲜分
离出中国。这是当时一个很大的趋势，这个趋势背后虽然有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等各种各样的问题，
但是，也使国际学术出现了一种新的潮流，即对于中国周边的非汉族地区历史、地理与文化研究的热
情高涨。而且，因为要研究“满、蒙、回、藏、鲜、越、印”这样一些地方，它又推出了一种非常现代的、非
常国际化的一种学术潮流，即要懂得多种语言、多种宗教、多种历史，以及要善于比较。
这时的中国学术界也在发生变化。中国传统学问一直到清代都是“以中国解释中国”，用汉文资

料解释中国的传统，一直到清代还是四书五经、二十四史、《资治通鉴》一类的东西，包括清代考据学，
基本上也是在中国传统的文本文献里面做研究。可是，到了晚清，情况发生了一点变化。当时在列
强的压力以及中国内部出现的问题共同作用下，从清代的嘉庆、道光到咸丰，出现了一个新的学术趋
向，这个新趋向是研究西北地理与历史。西北地理与历史，其实主要就是指现在的新疆一带，同时，
因为研究西北地理和历史，又出现了研究蒙古史的潮流，研究西北史地和蒙古史就迫使中国人要去
知道外面的情况，包括突厥、回鹘以及各种更早期类似“西域三十六国”，于是，中国学术悄悄地在发
生一种变化，就是它不能自给自足了，它必须向外国人学习，知道外国人怎么研究，知道外国文献是
怎么样。可是，要知道外国文献是怎么样，就必须学习另外一些语言，所以，实际上中国当时也开始
了一个悄悄的学术变化，这个变化到了晚清已经有很多成就，以蒙元史为例，当时有撰《新元史》的柯
劭忞（１８５０－１９３３）、撰《元秘史笺注》的沈曾植（１８５０－１９２２）和撰《蒙兀儿史记》的屠寄（１８５６－
１９２１）。这一学术潜流来源很久，从嘉庆、道光之后，就有西北史地之学中的张穆《蒙古游牧记》、魏源
《元史新编》、何秋涛《朔方备乘》这三部标志着传统西北史地之学终结的著作，后来又有柯劭忞、洪钧、沈
曾植、李文田、缪荃孙、屠寄等人有关西北史地和蒙古历史的学问。当时，因为中国人善于用中文史料来
对证新发现的异族史料，中国人的学问反而在那个时候是很领先的，以至于那珂通世、内藤湖南都要学
习中国当时的论著。１８５０－１８６０年代出生的中国学者，与同时代的日本、欧洲学者，其实没有太大差
距，所以，沈曾植和罗振玉都敢于讲“欧人东方学业尚在幼稚时代”，“鄙人昔所研习……创立在欧士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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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笔者所见较好的有关沙畹的学术评介，是日本学者池田温撰写的，载高田时雄编《东洋学の系谱（欧米篇）》（东京：大修馆书
店，１９９６年，第１０４－１１３页）。近年来，张广达先生对沙畹作了中文世界迄今为止最详细和最深入的研究，见李丹婕对张广达先生的
访谈，载《东方早报·上海书评》２０１５年２月２５日。

《福泽谕吉全集》第１６卷，东京：岩波书店，１９５９年，第２０４－２０７页。



前”①。后来陈寅恪曾经回忆，因为家世因缘，当年他曾经听到过“京师胜流”中的议论，这时的“学术风
气，治经颇尚公羊春秋，乙部之学则喜谈西北史地”②，前者当然是后来思想史学术史必然提及的康、梁
之学，而后者便是上面说的沈曾植、王国维一流的学术兴趣。但问题是，中国人当时没有一个非常强的
动力，就是说，这些学术上的变化没有跟中国的命运、中国国家的建设、中国民族国家边疆的建设联系起
来，中国人当时没有自觉地意识到这一领域的重要性，所以，这些学问还是少数人的书斋学问，好像象牙
塔里的“绝学”，并没有成为整个国家共同关心的问题，这与日本是不一样的。
可是，这个情况在陈寅恪所活跃的二三十年代———中国学术在整个一百年现代学术中最黄金的

时代———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二、１９２０－１９３０年代的新发现与新方法

那么，第三个方面的变化是什么呢？就是“史料变多”。由于“历史变短”，很多原来信以为真的
史料，被批判，不能用了。由于“空间变大”，原来汉族中国的文献不够用了。所以，人们眼中的史料，

不再只是十三经、诸子、二十四史加上《通鉴》，甚至不仅是文集加上石刻了。这里，我们要强调一下

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到３０年代的新发现和新方法。２０世纪２０年代的中国学界，大概已经不再需要通过
日本人来学习西洋的新东西。中国最早学习西方从很大程度上要靠日本人的翻译，因为日本人翻译
得很快，所以中国人常常要借道日本去学西方。可是到了２０年代，由于直接留学欧美的人越来越
多，而且中国与西方的交往越来越多、越来越方便，所以，西方很多现代学术的方法、理论和研究的兴
趣，中国人都已经知道和了解了。那个时代，欧洲的伯希和（Ｐａｕｌ　Ｐｅｌｌｉｏｔ，１８７８－１９４５）、葛兰言（Ｍａｒ－
ｃｅｌ　Ｇｒａｎｅｔ，１８８４－１９４０）、马伯乐（Ｈｅｎｒｉ　Ｍａｓｐｅｒｏ，１８８３－１９４５）、列维（Ｓｙｌｖａｉｎ　Ｉéｖｉ，１８６３－１９３５）、高
本汉（Ｋｌａｓ　Ｂｅｒｎｈａｒｄ　Ｊｏｈａｎｎｅｓ　Ｋａｒｌｇｒｅｎ，１８８９－１９７８）都在学术创造力的鼎盛时期，而日本的白鸟库
吉、内藤湖南、藤田丰八（１８６９－１９２８）、狩野直喜（１８６８－１９４７）、市村瓒次郎（１８６４－１９４７）、桑原骘藏
（１８７１－１９３１）、池内宏（１８７８－１９５２）、和田清（１８７０－１９６３）、羽田亨（１８８２－１９５５）等等，也有着很强
的学术影响力，所以，中国学者不能不感受到学术竞争的意味。
但是，现代中国学术在什么地方能够超越“东京”和“西京”呢？正巧是在那个时代，所谓中国的

文史哲方面最重要的“几大发现”都开始发酵，这给中国学界提供了“预流”甚至“超越”国际学术的极
好契机。

这几大发现，最早是王国维在１９２２年的《库书楼记》里面说的③，不过，现在大家一般记得的，是

１９２５年他在清华学校作的演讲《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发见之新学问》，这篇演讲里说的新发现，就是
殷墟甲骨卜辞、敦煌与西域简牍、千佛洞藏经洞的六朝唐人文书、内阁大库书籍档案，不过，在后面这
次讲演中，王国维还多讲了一个，就是“中国境内之古外族遗文”④。
这里说的“大发现”，第一个就是（殷商）甲骨文。大家知道殷商甲骨文是１９００年前后（有人说是

１８９９年）发现的。当时北京有个文人叫王懿荣，他生病了要买龙骨，结果在药店里买的龙骨上发现

９预流的学问：重返学术史看陈寅恪的意义

①

②

③

④

沈曾植：《与罗振玉书》，许全胜：《沈曾植年谱长编》，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７年，第３９５、４０１页。

陈寅恪：《朱延丰突厥通考序》，《寒柳堂集》，北京：三联书店，２００２年，第１６２页。

王国维《库书楼记》：“光宣之间，我中国新出之史料凡四，一曰殷墟甲骨，二曰汉晋之简牍，三曰六朝及有唐之卷轴，而内阁
大库之元明及国朝文书实居其四。”见王国维：《观堂集林》卷二十三，《王国维遗书》第４册，上海：上海古籍书店影印商务印书馆１９４０
年本，１９８３年，第３４页。

关于当时中国的各种新发现，最早还有一篇重要文献是１９２２年署名抗父的《最近二十年间中国旧学之进步》，载《东方杂
志》第１９卷第３号，第３３－３６页。这篇文章有人怀疑是王国维自己写的，也有人说是樊少泉（别号抗父）写的。此外，有关当事的新
发现，还可以看两篇较晚的文献，一是李济《关于中国古代史的新史料和新问题》（李济在武汉大学的演讲，丝倩记录），载《珞珈月刊》

第１卷第１期（１９３３），第２４－２８页；１９３８年，胡适参加苏黎世国际历史学大会的英文论文《近年来所发现有关中国历史的新资料》
（“Ｒｅｃｅｎｔｌｙ　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ｅｄ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ｆｏｒ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此文近年来已经有郑群中译文，见《中国历史学评论》第４辑，上海：上海古籍
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第５０－５４页。



刻有字。因为他是一个古文字学家，所以他就很注意。然后他就托人多买这个东西，研究后断定这
是一个比所谓的钟鼎文更早的文字。由于他的这一发现，之后安阳那一带发现的很多甲骨文都被收
集起来，包括像写《老残游记》的刘鹗，包括后来的“甲骨四堂”，甲骨四堂是指中国近代四位研究甲骨
文的著名学者：罗振玉（号雪堂）、王国维（号观堂）、董作宾（字彦堂）、郭沫若（字鼎堂），很多人都对它
开始研究。但是，甲骨文虽然在１８９９年或者１９００年就被发现了，但是，任何一个新发现都要进过一
段时间的发酵，才能真正成为一个学术新资源，并不是一个发现一出现就成为学术新资源的①。
第二个大发现是“敦煌藏经洞”，就是那个倒霉的王道士有一天坐在那儿无意中敲了一下后面的

墙，发现墙是空的，于是他把它打开了，发现一个洞，现在我们管它叫藏经洞，里面大概有将近四万卷
文书，是在公元１０００年前后藏进去的。这些文书的历史长达七八个世纪，有各种珍贵的中古手抄
本，包括各种各样的文献，这些文献由于王道士贪财，最早到处贩卖，这里卖一卷那里卖一卷，结果被
英籍犹太人斯坦因用极低廉的价钱———现在在我们看来连一卷都买不到的银子———抄走了将近一
万卷，这一万卷现藏大英博物馆。紧接着斯坦因来的就是法国人伯希和，伯希和是一个世界顶尖的
东方学家，他也同样抄走了差不多一万卷。后来，日本人俄国人都大量地来抢，瓜分得差不多的时
候，中国人才如梦方醒，派大员到藏经洞来把剩下的带回北京，扫扫残渣，大概也有八九千卷，最后剩
下的都是比较零散的。这么多的敦煌文献，是２０世纪初一个巨大的发现。
第三个大发现是“明清大内档案”。明清大内档案过去藏在包括像内阁大库这样一些地方，那时

候有人觉得，这是废物，要烧掉，也有人觉得，明清大内档案是废纸，要处理。据王国维说，一共十五
万斤，装了九千个麻袋。可是，当时有人很聪明，比如罗振玉，他想，这里面会不会有重要史料，也有
人很细心，比如李盛铎，他想，会不会有一两页宋版书夹在里面，如果把它买下来，里面只要有一页宋
版书，其价格就远远超过这么多麻袋废纸了。可是，花了四千大洋买来以后，既没有时间，也没有人
很好地整理和很好地研究②。但这时有两个学者，也就是所谓的“史学二陈”，陈垣和陈寅恪，他们知
道之后，都跟傅斯年商量，坚决要把这批东西买回来，他们说，如果不买回来，将来这些东西流落在外
国，被外国人拿去研究，就是中国人的巨大耻辱③。结果就花了很少的钱把这些东西都买了回来，然
后请了几个人，其中包括一位后来在四川大学非常著名的教授徐中舒去整理。整理了很久之后，终
于从里面整理出了很多非常珍贵的明清史料，后来编成明清史料很多本。

第四个大发现，就是在现今西北甘肃的居延发现了汉简。这批竹简是当时汉代戍边的一些重要
军事驻地和屯田的地方留下来的一些文书，涉及内容十分丰富。那个地方，用今天的话说是“胡汉之
间”，可是传统史料大多集中在上层政治、人物和事件上，这种地方这种层级的资料很少。但是，这些
资料就是当时汉代的资料，大家知道，越往早资料越少，越往下资料也越少，而这些资料的发现，就给
当时研究早期历史，尤其是汉晋时期西北军事、经济、政治、历史的人提供了很多新资料。
这就是所谓的“四大发现”。这“四大发现”同时在２０年代到３０年代开始发酵。为什么会发酵？

其一，是经过了一段时间的研究；再者，是刚好与此时的新观念、新方法、新理论相结合；第三，东洋和
西洋的学者的研究，也带来了刺激。所以，一下子就改变了中国文史学界的状况。很快，当时的中国
学术界就出现了一片非常崭新的面貌。兹举几个当时清华学校最著名的学者为例。

第一，它使得中国人跟欧洲人和日本人一样，开始真正介入了“四裔研究”，即对周边的研究。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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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在甲骨卜辞发现之后，这些史料对于中国史解读产生关键影响的研究，要到１９１６年王国维《殷墟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

才出现。这就是为什么《先公先王考》一文被认为是典范的原因。

不过，当时还是公布了一些重要史料。据王国维说，１９２２年，罗振玉等人已经发现了类似《洪文襄揭帖及高丽国王贡物表》

等重要史料，他本人也意识到，这些史料将与《流沙坠简》、《鸣沙石室古佚书》一样重要，见前引《库书楼记》，《观堂集林》卷二十三，
《王国维遗书》第４册，第３６页。

陈寅恪的《致傅斯年》第二至十通（１９２８－１９２９）均与此有关，见《陈寅恪集·书信集》，第１９－２９页。其中，第六通中说，如
果这批档案不买下来，被洋人买走，使得“国史之责托于洋人，以旧式感情言之，国之耻也”（第２４页）。



王国维研究辽金蒙元史，陈寅恪在刚刚回到中国的头几年所发表的文章中，除了佛教之外，也是有很
多研究满蒙，比如“蒙古源流”的文章。第二，刺激了中国人开始重新探索上古史的源头。１９世纪末

２０世纪初一个很重要的历史研究方向就是历史要缩短。历史缩短不等于“虚无主义”，由于甲骨卜
辞的发现，殷商史便可以得到确证。王国维有一篇最著名的学术文章叫《殷墟卜辞所见先公先王
考》，这篇文章的手稿笔者曾经在日本见过①，你可以发现，王国维在写这篇考证文章的时候，其实考
虑了很多的理论问题。他使得人们重新开始考证中国文化和历史的源头。此外还有考古学家李济，

他组织了很大规模的现代考古发掘，对于中国的历史、民族的源头进行研究，开始在被“西来说”和
“疑古说”解构的历史基础上，重建中国文化与历史的自生系谱。第三，就是在旧领域中用新方法，比
如赵元任对于语言学的新研究。语言学在清乾嘉时代是非常流行的领域，但是，因为赵元任是哈佛
大学留学回来的，他运用了很多新方法，包括录音，包括研究方言语音的音调、音高、音值。此外，也
包括其他一些学者对摩尼教、景教、祆教等外来宗教的研究，对佛教、道教所进行的研究，都是从那时
候开始的。

总体而言，２０年代到３０年代出现的新的学术取向有三个：第一个是充分重视新发现、新资料的
运用；第二个是突破传统中国历史的空间，寻找中国四裔各种殊族和异文，也就是陈寅恪说的“异族
之史，殊方之文”，从周边来重新研究中国；第三个是中学与西学的汇通，就是把中国传统学问和西方
理论方法，自觉地结合起来，形成新的研究途径。当时，陈寅恪曾经总结过三句话，这三句话虽然是
说王国维，但也归纳了当时学术的新方向，第一句话是“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也就
是用地下考古发现的各种实物跟现在传世文献上的文字材料来相互证明；第二句是“取异族之故书
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就是外族的文献跟中国的史书互补，像研究辽、金、元、西北史地就要通过
这个方法；第三是“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就是用外来的新观念、新理论跟我们中国
本身所有的材料来互相证明，这样可以在旧话题中开出新思路②。

这时有很多新的学术方法。第一，科学的考古发掘。考古学与地质学、生物学有很密切的关系，

考古学分析地层、年代，都非常的接近自然科学。第二个，外语工具。想了解外国的古书、外国的东
西，必须要有各种语言知识。据说陈寅恪能懂十几国的外文，这个可能有点夸张，因为他学的很多文
字是不能够用来讲的，而是用来看的，比如说吐火罗文没法讲，佉卢文也没法讲，梵文其实现在也没
人讲了，他学过的真正还活着的语言，大概就是藏文、满文、印地语等等，但他是因为要研究历史，必
须要有多种语言，包括死语言。这是第二个新手段。还有第三个新的手段，就是必须懂得比较，因为
研究中国的儒家，就得知道儒家是什么，必须有佛教、道教，甚至摩尼教、祆教、景教，这样才能知道什
么是儒家的特点。一个最简单的道理，如果从一出生，你周边一个人都没有，你是孤零零的一个人，

像孙悟空一样从石头里蹦出来的，你从来没有见过人，你都不知道你是人；你只有见到另外一个人，
才会知道你是长还是短，美还是丑。

所以，１９世纪末到２０世纪３０年代，中国学术实际上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个时候，西洋的
东方学在中国已经耳熟能详，东洋的东洋学也已经被中国学界认识，国际学术潮流已经影响进来。
而刚好新资料的发现，也在这个时候开始发酵，加上中国当时的大学开始成熟，并且形成自己学术上
的新旧交融。应该说，从２０年代到３０年代是中国学术最重要的一段时间。正因为这样，才会出现
两个现在仍然热门而且被记忆的研究机构；一个是清华学校研究院，只有四个导师，一个主任加一个
讲师，竟然能够影响如此深远；第二个是至今还在台湾的历史语言研究所，为什么叫“历史语言研究
所”？这是因为那时的研究趋势，是必须既懂得历史又懂得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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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看葛兆光：《日本所藏王国维〈殷虚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手稿跋》，《九州学林》新一期，香港：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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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王静安先生遗书序》，《金明馆丛稿二编》，第２４７页。



三、预流：从当时国际学术潮流看陈寅恪

陈寅恪当年给陈垣《敦煌劫余录》写序的时候，曾经讲过，学术必须要有新材料和新问题，用新材
料来研究新问题，这就是这个时代学术的新潮流。做学术的人，如果能进入这个潮流，叫做预流；如
果不会用新材料，不会研究新问题，叫不入流①。这段话很多人都是知道的，那么，陈寅恪自己是怎样
的？让我们从国际历史新潮流这个角度来看陈寅恪。

１９２３年，３４岁的陈寅恪还在德国，他从德国给他妹妹写了一封信，这封信后来在中国发表，叫做
《与妹书》，这是陈寅恪当教授前唯一发表的一篇论文。如果现在有这样一个人，连助教都当不上，可
是，当时的清华学校能够请他当教授。在信里面，陈寅恪让妹妹帮他买佛教的《大藏经》，说我现在需
要的太多了，如果回国，除了佛教藏经之外，“其他零星字典及西洋类书百种而已，若不得之，则不能
求学”。从这信里可以看出，他有回国以后研究的一套计划②。他在信里说，你如果想超过乾嘉诸老，
超越清朝的那些学者，超越前代的学术，一定要用西洋语言科学之法，为中藏文比较之学。陈寅恪曾
在哈佛大学跟一位老师学梵文。在这七八年的时间里，他其实受欧洲的中国研究和东方研究影响非
常深，他知道，无论是西方还是日本，当时对于中国研究，其实主要兴趣、最新成果，都出现在周边的
四裔之学和各种宗教问题上，所以，他觉得他回国的时候，恐怕还是要做这样的一些学问。否则，无
以跟西人较短论长。这是我们一定要注意的，尽管他那时只有３４岁，但是他的学术取径很高。我们
很多人觉得，做学术只是做个一定的形式，为什么要爬那么高，这就像朱熹讽刺的那样，有的人泰山
不肯爬，爬了小土坡，就以为“一览众山小”了。可是，陈寅恪在日本学习过，在欧美学习的时间更长，
他知道国际学术界有这样一个潮流。他一定要预流，而且在预流的时候，同西洋人东洋人竞争，到底
谁能够有解释中国的权力，谁能够真正地理解和解释中国。这是陈寅恪很高远的一个想法。
那是二三十年代中国大多数重要学者的普遍心理，一方面我们要跟上时代，预世界之潮流，另一

方面我们也要争一日之短长。用比喻的话来讲，叫做玩儿得不好是“班门弄斧”，可是玩儿得好就叫
“入室操戈”，能够斩将擒王。用抽象的话说，就是学术上的民族主义和学术上的世界主义，其实在每
一个人心中都是彼此交战的。这两者都支持着他要做到一流。所以，陈寅恪从１９２６年回到中国，到
了清华大学以后，就开始按照原来的计划进行。陈寅恪早年，也就是从１９２７年发表文章到１９３３、

１９３４年这大概六七年的时间里，他的学术方向和西洋、东洋的新学术潮流是基本一致的。他到清华
研究院开课时，讲佛经翻译文学，讲西人之东方学目录学，也就是西方人关于东方学术研究的目录。
他也开古代碑志也就是古代碑刻文献即与异族有关系的碑志的研究，摩尼教经典和回纥文译本的研
究，蒙古满族文字书籍碑志和历史有关问题的研究等等这样一些课程。他最早发表的文章，也是运
用他在美国和欧洲学到的藏文、梵文、满文、蒙古文等一些语言与历史知识所做的研究。在陈寅恪去
世很久以后，季羡林先生曾经整理陈寅恪先生留下的若干本笔记本，其中有十几种语文学习资料。
季先生将其分门别类，有藏文、蒙文、回纥文、突厥文、吐火罗文、西夏文、朝鲜文、满文、印地文和梵
文。他学习过很多文字，这是他当年的一个计划，这计划就是“入室操戈”，在欧洲人和日本人熟悉的
领域里，你我较长论短，争一日之短长，这就需要站在世界学术最前沿，这是陈寅恪当时一个重要的
想法。他回国后，最早写出来的几篇文章，包括《吐蕃彝泰赞普名号年代考》、《灵州宁夏榆林三城译
名考》、《障所知论与蒙古源流》、《蒙古源流作者世系考》，大体都是集中在这一领域的。
不过，话说回来，虽然这个时候陈寅恪关注的是“殊族之史，异域之文”，与东洋、西洋的学术很接

近，但我们也要看到，他并不完全和东洋西洋学者一样，而是在同样的领域内有不一样的关怀。我们
看两个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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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陈垣敦煌劫余录序》，《金明馆丛稿二编》，第２６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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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例子，是他写的《莲花色尼出家因缘跋》。看起来这只是一个佛教经典中的故事源流问
题，但他却从这个故事里面，引申出有关中国传统伦理和社会制度的大话题。他说，“莲花色尼与其
所生之女共嫁于其所生之子”的故事，与中国伦理尖锐冲突，所以，“佛法之入中国，其教义中实有与
此土社会组织及传统观念相冲突者”，他还联系到中古中国最重要的，从东晋慧远以来，到初唐二百
多年间，有关“沙门拜君王”与否的争论，指出，这则因缘故事不仅涉及到了传统伦理中最重要的君
臣、父子二伦，而且渲染“男女性交诸要义”，还涉及了夫妻关系。陈寅恪认为，中国文化的要义在于
三纲六纪，不管他的看法是不是保守，但从历史上看，“君臣、父子、夫妇”三纲，确实是中国很重要的
政治和伦理基础，佛教这个故事，等于是整个儿地挑战了“神州传统道德”，虽然最初也有高僧大德在
君臣父子方面维护佛教原初教义，但是在男女性交这种问题上却只能沉默，这说明，“橘迁地而变为
枳，吾民族同化之力可谓大矣”①。这样一来，这个小小的故事，就呈现了整个中外文化交流、冲突的
大问题。后来日本学者中村元也曾举了两个例子，说明在性与男女问题上，传统中国伦理对佛教确
实有很大的遏制和压抑。

第二个例子，是１９２７年陈寅恪回国以后，最早发表的文章之一《大乘稻芊经随听疏跋》②。看起
来，好像这只是在介绍一份敦煌发现的佛教文献和他的作者，也就是法成。法成这个名字，在汉文佛
教文献中从来没有记载，但是陈寅恪在敦煌文书，包括藏文和汉文的各种佛教文献中，看到不少次。

那么，他是什么人呢？原来他不是汉族佛教徒，而是一个吐蕃僧人。“知其人为吐蕃沙门，生当唐文
宗大和之世，译经于沙州、甘州。”陈寅恪从北京藏文《续藏》的藏、满、汉、蒙四体目录中，发现有一份
《深微宗旨确释广大疏》，作者是“震旦律师温 个”，译者是“答哩麻悉谛”。原来，《深微宗旨确释广
大疏》就是《解深密经》注疏的藏文译本，“温 个”就是西明寺圆测，鼎鼎大名的唯识学大师；“答哩麻
悉谛”从蒙文找到梵文，从梵文推到藏文，原来就是“法成”的意译。陈寅恪这篇跋文只有不到三页
纸，那么，这个研究有什么重大意义呢？

要知道，１９５０年代国际东方学界的一个重大学术成就，是１９５２年法国戴密微（Ｐａｕｌ　Ｄｅｍｉéｖｉｌｌｅ）
《吐蕃僧诤记》出版，他从敦煌文书（Ｐ４６４６）发现印度佛教莲花戒与中国禅宗摩诃衍在吐蕃的冲突，以
及影响到吐蕃信仰世界的形成，这个问题开启了大唐与吐蕃佛教关系史的话题。后来１９５６年，意大
利的图齐（Ｇｉｕｓｅｐｐｅ　Ｔｕｃｃｉ）从藏文文献中印证这一大发现；１９６０年代到１９７０年代，日本学者山口瑞
凤、上山大峻、今枝由郎，特别是今枝由郎又在敦煌藏文文书（ｔｉｂ８２８）中发现新证据，从而搞清了大唐
与吐蕃文化交流史上一个重大事件，这让我们知道，敦煌文书中的汉文和藏文资料，在涉及吐蕃与大
唐方面意义很重要，它可以让我们深入了解：（１）有关汉藏早期佛教交流，（２）敦煌汉藏文书的互相对
译，（３）各种语言知识的交互使用，（４）重新审视佛教史甚至历史上的隐与显。这些重要的问题、方法
和思路，都可以追溯到１９２７年陈寅恪这篇短短的文章。陈寅恪文章中郑重地说：“（法）成公之于吐
蕃，亦犹慈恩之于震旦。”为什么？因为陈寅恪这篇短短的文章，发掘出一个大唐与吐蕃交流史上的
重要人物，和大唐与天竺交流史上的玄奘一样，然而一个天下知名，一个默默无闻，可从佛教史上看，

他们“同为沟通东西学术，一代文化所托命之人”。

但１９３３年以后，陈寅恪的学术开始转向，他不再做这些东西，个中原因很复杂。从客观上来说，

这是因为在中国做这些领域的研究，资料不如外国人方便。比如说，我们到美国去，到欧洲去，到日
本去，你会发现他们的资料条件比我们的好太多了。同样是研究中国的东西，他们收集的资料，他们
图书馆的便捷程度比我们好很多，而且全世界的研究资料他们都买得到。最近，笔者看到刘经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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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寒柳堂集》，第１６９－１７４页。特别是第１７４页：“支那佛教信徒，关于君臣父子观念，后虽同化，当其初期，未尝无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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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史》２０１２年第２期上发表的陈寅恪未刊书信，陈寅恪当时要求傅斯年拨款买各种各样的洋书，还
说，如果没有这些书，就无法超越东洋人和西洋人。可是，中国的图书馆不具备这样的条件。笔者在
清华大学工作过很久，曾经很仔细地在老图书馆搜寻陈寅恪这批人当年的研究。我们应该发现，他
们当年的条件比我们现在还是好得多了，据说，陈寅恪还没回中国，清华大学就已经寄给他四千大
洋，那时四千大洋是不得了的。有报道说，当时一个工人一个月薪水是两个大洋，也就是２０００个工
人一个月的薪水。给了他这么多钱买书，而且买了书就给了他用。笔者到清华老图书馆去看，发现
很多书确实是他们自己买的，用完了才还给图书馆，书上都有他们的签名。但还是不够，图书资料的
缺乏可能是陈寅恪改变学术研究方向的原因之一。而原因之二呢，是陈寅恪认为，中国必须在自己
最擅长的领域作出自己的贡献，中古史，尤其传统领域内的中古史，特别是外国人所不擅长的，而这
些政治、制度、民族问题，恰恰又是中古史的关键。特别是第三，他认为在中国民族危亡的时候，他一
定要研究中国自己的学问，创造出解释中国历史的学术体系来。因此在那个时候，他很快转向了中
国史尤其是中古史的研究。
那么，陈寅恪研究中古史的时候，是不是就回到中国传统的学术思路了呢？其实也不是的，在那

个时代，谁要想彻底地回到传统思路和方法，研究是不可能好的。令人感到非常奇怪的是，一直到现
在，很多人认为陈寅恪是考据学家，他最擅于用文献。其实不然，第一，陈寅恪理论思考能力非常强。
第二，想象力其实很丰富，史料常常在他手里面是为他的思想与方法充当证据的。陈寅恪在研究中
古历史的时候，他有一套非常完整的框架和几个重要的支点。
第一个，种族。汉族中国的最后形成是在宋代，那时才有了一个完整的、同一性的汉族。在这之

前，是很多种族相互交错，我们常用“五胡乱华”来讲西晋末年的那场动乱，到东晋以后及南北朝甚至
隋唐，北边就是异族，比如说鲜卑、突厥等等，各种各样民族在北方，像走马灯一样地你方唱罢我登
场。所以，学术界有一个说法：中古时期最重要的历史现象之一，就是北方各种民族交融，而南方蛮
族也逐渐纳入“中国”之中，使得中国疆域向北向南向西拓展了很多。可是，人们一般都会注意北方，
陈寅恪论胡汉问题，也常常讨论北方，但他比很多人更注意南方。他在１９４４年写的《魏书司马睿传
江东民族释证及推论》的上篇《释证》中，就详细地讨论了貉子、巴、蜀、蛮、獠、谿、俚、楚、越①。南方与
北方，各种种族的融入，使得种族有一个大的更新，但是也有了新的杂糅。一直到唐朝，大家都知道
唐朝皇室李家，其实血统也不是很纯正。所以注意种族问题，包括种族的融合、冲突，特别是种族的
文化交流，是中古史的一个重要框架，正如陈寅恪在《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中说的：“全部北朝史中，
凡关于胡汉之问题，实一胡化汉化之问题，而非胡种汉种之问题。”②

第二个是宗教，中古是中国宗教非常复杂的一个时期。大家知道，一个国家意识形态一旦一统
化了，它就会变得很僵化。在汉代独尊儒术之后，思想开始发生一种凝固状态。但是，中古时期的佛
教、道教、祆教、景教、摩尼教，各种各样的宗教传入中国，使得中国思想世界重新洗牌。所以到宋代，
才能重新熔铸一个中国的文化和信仰世界。所以，中古史里面，宗教是一个重要的东西。陈寅恪发
表的很多有关天师道与滨海地区关系、佛教学说的格义、合本子注，以及唐代宗教与政治的论文，影
响深远，大家耳熟能详，这里就不再举例了。
第三个是家族和地域。为什么家族很重要？因为中古是一个贵族、世家大族时代，各种不同的

家族在当时起了很大的作用。人们通常讲，唐代以前是中古，宋代以后是近世，为什么前面是中古
呢？因为前面是贵族社会，而近世是平民社会，这是很不同的，所以在中古，家族尤其是世家大族非
常重要。东晋有一句话是“王与马，共天下”，就是王家和司马家共有天下，说明这个世家的力量大得
不得了。关于这一点，田余庆先生《东晋门阀制度》的研究相当深入。至于地域的重要性，这是与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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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陈寅恪：《魏书司马睿传江左民族之释证与推论》（上），《金明馆丛稿初编》，第７８－１０５页。

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二《礼仪》“附：都城建筑”，第７９页。



族有关的。因为当时中国还没有形成一个高度同一性的文明体，不同的区域有不同的文化，各种世
家大族在各个区域有着重要的力量。不同的种族，不同的文化，不同的经济状况，当然会互相有影
响，但也相对独立。所以，陈寅恪在《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中反复提到，当汉代学校制度和博士传授
衰落之后，“学术中心移于家族，而家族复限于地域。故汉魏南北朝之学术、宗教，皆与家族地域两点
不可分离”①。不光是“学术”，宗教也一样，比如研究道教，陈寅恪就特别注意到道教与滨海地区的关
系，一下子就把问题提出来了，因为过去受到中原中心历史观的影响，一般都囫囵地讨论，而且道教
史又受到五斗米、太平道的暗示，总是注意汉中、蜀地和北方。
因此陈寅恪研究中古，和过去的人很不一样的。他有一整套理论，所以，陈寅恪不是一个只会考

证的学者，而是非常强的理论思考的人。兹再举两例：
一个例子是清代学者赵翼，他的《廿二史札记》曾经有一篇“江左世族无功臣”，讲东晋南渡，很多

人流亡到了南方，可是，世家大族里边没有会打仗的，所以一直没有功臣。他这话讲了一点意思，可
是没有讲完。到了陈寅恪手里，他也看到了这一点，但是分析得更深入。在《魏书司马睿传江东民族
释证及推论》的下篇《推论》中，陈寅恪一开始就讲，赵翼讲的这条，实际上暗示了南朝社会史、政治史
的问题。可惜作为清朝的史学家，“赵氏未能阐发其意，即江左历朝皇室及武装统治之阶级转移延边
之倾向是也”②。由于南方出现一些靠武装力量起家的功臣，逐渐取代了原来的氏族大家，取代了原
来的贵族，便成为新的统治阶级。大家知道宋齐梁陈，从刘家、萧家到后来的各种皇族，都是从掌握
武装力量起来的，然后不断地把贵族社会冲淡稀释。于是到了唐代，才使得世袭的贵族门阀社会得
以瓦解，原来等级森严的贵族世家，逐渐被科举入仕的平民阶级所代替。可见，一个传统历史学家与
一个现代历史学家，对同一个问题的看法是不一样的。
第二个例子。传说钱钟书先生曾讽刺陈寅恪先生，说考证杨贵妃到皇宫是不是处女，很没有意

义。这个问题如果真的像钱钟书讲的那样，确实是无聊。问题是，钱先生是文学家，可能不了解陈寅
恪的想法。陈寅恪是说，这里面涉及到两个问题：第一个是唐代的李家是不是有胡人血统；第二，如
果他有胡人血统，他的汉族的伦理观就不会那么严格。所以，为什么唐高宗会娶他爹的妃子，武则天
是当年当过唐太宗的惠妃的。唐玄宗可以把他儿媳妇抢过来，杨玉环是他儿子的媳妇。李氏唐朝没
有那么严格的伦理，因为他受胡人传统影响。陈寅恪之所以要考证这个问题，实际上是讲，整个唐代
是一个胡汉交融的时代。就像他在《李氏氏族之推测后记》中说的，这涉及到如何理解唐王朝的鼎盛
原因，正是因为李氏是汉族，可是他的兴起，却是“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才
实现的，这就涉及到如何评价胡汉关系，理解中古李氏的大关键了③。正是因为这样，在１９３１年到

１９３５年，他才会接连写下《李唐氏族之推测》、《李唐氏族之推测后记》、《二论李唐氏族问题》三篇文
章，来郑重其事地讨论这个话题④。其实，还有一件事情也很类似，就是所谓皇太妃下嫁多尔衮———
当然这是个传闻———到底是不是真的，虽然大家还有很多争论，但是，所谓下嫁多尔衮这样的事情，
在满族入关之前和之后的一段时间内，是不是很大的一个问题？这也许涉及到满族入关前的风俗和
观念问题，所以涉及的背景是很大的⑤。
我们要理解陈寅恪先生，理解他很多的研究，就要知道他背后有重大的思考，而这思考也是现代

西方带来的新理论、新观念带来的冲击。同时，他用这种结合了西方新思想、新理论、新思考的东西，
加上中国固有的资料，来回应西方人的研究，这正是陈寅恪先生在学术史上非常伟大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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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陈寅恪集》，第２０、２３页。

陈寅恪：《魏书司马睿传江左民族之释证与推论》下《推论》，《金明馆丛稿初编》，第１０５页。

陈寅恪：《李氏氏族之推测后记》，《金明馆丛稿二编》，第３４４页。

三篇文章分别撰写于１９３１、１９３３、１９３５年，见《金明馆丛稿二编》，第３２０－３２４、３２５－３４３、３４６－３５２页。

近来，蔡鸿生先生写了一篇《〈读莺莺传〉解读》，也认为“寅恪先生（从《莺莺传》）重构了崔张之恋的历史现场，剥开主角身上
的伪装，让人看到婚宦、尊卑乃至胡汉关系交织的唐代风习”。



四、什么是当时的国际潮流？

那么，什么是当时的国际潮流？２０世纪二三十年代，国际学界，尤其是国际的东方学界，西洋人
和东洋人对中国的影响太大了。大到什么程度了呢？晚清以来就有人说过，很多人视西方人为帝
天，西方人讲的都对。像当时的法国学者伯希和，以及瑞典学者高本汉等欧洲汉学家的名字，已经被
很多人都知道了。而且很多西洋人的研究兴趣，往往成了中国人的模版。很多外国人作的研究，常
常是中国学者的启发资源，像钢和泰的《音译梵书与中国古音》，启发了汪荣宝的《歌戈鱼虞古音考》，
好多外国的中国学问，却要由外国来评判，像马伯乐关于《切韵》的论述有错，还是高本汉先批评的，
还有很多领域的研究，则是外国人开启的，像道教研究，是由日本学者开始，而在法国学者那里变大
的。因此，在这个时候，中国学术界就面临一个很严峻的问题：中国学术界还有没有自己的位置？中
国的解释是靠中国人做还是靠外国人做？当时很多中国学者在面对国际潮流的冲击下，要么拜倒在
洋人的脚下，要么就闭目塞听。但是呢，就是有这样一批非常有智慧，有学识的人，与西方人争东方
学之正统的。我们用通俗的说法就是“学战”。兹举三个人为例：
第一个是陈垣。陈垣说过好多次，说我们再不做好的研究，再不研究新发现的资料，将来学术的

中心不是欧洲的西京（就是巴黎），就是日本的东京（京都）①。第二个是傅斯年，他的说法就更加明
确。在１９２８年，他创建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时候，写了一篇很长的文章叫《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旨
趣》，就是讨论历史语言研究所要干些什么，文章最后一段说要争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所以，当时
的国际潮流一方面我们要进去，另一方面我们要出来跟他对抗。这比一比，没有打仗的意思，而是和
平的和学术的竞争②。再一个例子是丁文江，丁文江是一个很有名的科学家，他在人文学这一方面也
有很杰出的成就。１９３０年，丁文江在《中国社会和政治评论》（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
ｅｎｃｅ　Ｒｅｖｉｅｗ）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专门批评法国的葛兰言。他说，葛兰言写的《中国上古文明论》
几乎不值得一读。当然，这个批评有点过激。
陈寅恪也同样是欲与东洋西洋争高下的中国学者，他在国际亚洲学领域要入室操戈，所以，也对

东洋西洋学术，能采取平等态度进行批评，绝不是跟风或仰视的。兹举三个例子。
第一个，对欧洲的中国学研究者，他曾经评价过德国学者福兰阁（Ｏｔｔｏ　Ｆｒａｎｋ）。福兰阁写过五

卷本《中国通史》，曾经当过汉堡东亚语言历史研究所所长、德国学者联盟主席、柏林普鲁士科学院院
士，那时正是他的事业巅峰。可是，１９３６年的陈寅恪却对他不以为然，说，此公在今日德国情形之
下，固然是正统学人，但若仅就其研究中国学成绩来给他奖金，则我担心会影响外界，误会吾辈学术
的趋向及标准③。意思是说，如果我们把奖给了他，我们会遭到两种怀疑，一种怀疑是因为他是外国
人，我们就特别表彰他，或者说是我们好像崇洋媚外，要跟着外国人跑；另外一方面，如果要给他这个
奖，有可能让人家怀疑中央研究院的研究趋向是要趋向西洋。陈寅恪讲，如果用中国学者同样的标
准来衡量洋人，衡量福兰阁，他不够格。这让笔者觉得，我们今天应当很惭愧，客观地说，如今的西洋
和东洋研究中国的学者，如果以中国学者的标准衡量，恐怕各有长短，可是确实现在还有晚清民初那
时候“视西人若帝天”的风气，很多人都被我们看作大师、权威，这是因为我们没有陈寅恪先生那种把
大家放在同一个尺子上较长论短的气度。这是一个例子。
第二个例子，是前文提到的白鸟库吉。白鸟库吉是日本新亚洲学的代表，他在东京大学是最高

的学术权威，应该说是当时日本头号东方学家。日本是分成关东和关西两个学派的，以东京大学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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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陈垣的叹息，见郑天挺：《五十自述》，《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２８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４年，第８页；曹伯言编：《胡
适日记全编》１９３１年９月１４日，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第６册，第１５２页。

《傅斯年选集》，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第１７４页；参看傅乐成：《傅孟真先生年谱》，台北，传记文学社，１９６４年，第

２８－２９页。

陈寅恪《致傅斯年》第三十通（１９３６年），见《陈寅恪集·书信集》，第５３页。



鸟库吉为领袖，他后面有一大批人，他的学生不计其数，他开创了日本东方学的新方向。他最擅长的
就是契丹、蒙古、满洲史，但是，在陈寅恪看来，白鸟库吉对契丹史的看法，基本上是受西洋东方学的
影响而来的，他依据的材料和解释，如果按时代进步的角度来看已经过时了，而且错误很多。他说，
目前日本人对于这几个方面并没有专门权威，不过随西人之后稍采中国材料补之而已①。
第三个例子，是大家可能不太注意的《刘复愚遗文中年月及其不祀祖问题》一文，在这篇文章里

陈寅恪指出，一个外来的伊斯兰教徒为什么姓刘，这绝不是像藤田丰八、桑原骘藏讲的，或者是对音
的缘故，或者是南汉刘氏对广州蕃商的赐姓，而是“刘与李，俱汉唐两朝之国姓，外国之改华姓者，往
往喜采用之”，而这个问题的背后，可以看到外来异族，既“家世无九品之官，四海无强大之亲”，但父
子都可以通过儒学当到中书舍人、礼部尚书，并且维系着他们自己“不祭祀先祖”的传统，这就是为什
么他们会“籍贯纷歧，而俱贾胡侨寄之地”的原因，这样一来，问题就深入得多也大得多了②。
这些例子，实际隐含的就是学术的民族自信和学术的世界潮流的内容，它在陈寅恪心里是非常

统一地融合在一起的，从１９２０年代到１９３０年代，这是当时中国学术界最好的一批学者的共识，就是
我们和西方的和东方的学者要有共同的研究潮流，但是，我们又要和他们在同一起跑线上，用同样的
尺度来衡量。当然，我们需要说明一点，陈寅恪不是仅仅对外国人那么苛刻，他对本国人也是很严格
的，他给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写过审查报告，很多人以为陈寅恪是高度赞扬了冯友兰，其实你仔细
看，或许他是皮里阳秋，对冯书委婉地提出了批评呢③。笔者曾经在清华大学图书馆的阁楼上发现很
多早年清华的本科毕业论文，其中有些是陈寅恪改过的。一般来说，陈寅恪给学生的分数都不高，而
且改得非常严厉，甚至有些地方会说，你这个地方没有看过什么书，希望重作④。

结语：回到现代学术史中理解陈寅恪

所以说，陈寅恪代表了２０世纪二三十年代这个中国学术的重要时期里，一些知识分子的心理状
态，就是学术的国际化和学术的民族性始终是在他心里交战的。也就是说，他不仅在思想上在精神
上要求“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同样在学术上，他也是要“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从学术史
的角度来看陈寅恪，他代表了二三十年代中国最顶尖的那批学者做学问的态度和做学问的追求，这
一点是值得我们所有愿意做学问的人努力和学习的。

［责任编辑　刘　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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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陈寅恪《致陈述》：“盖日人当时受西洋东方学影响必然之结果，其所依据之原料、解释，已依时代学术进步发生问题，且日人
于此数种语言尚无专门权威者，不过随西人之后稍采中国材料以补之而已。”见《陈寅恪集·书信集》，第１８３页。

陈寅恪：《刘复愚遗文中年月及其不祀祖问题》，《金明馆丛稿初编》，第３４３－３６６页。

对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很多人以为陈寅恪《审查报告》对冯书的评价相当高，但笔者细读之下总有另一种感觉，他虽然处
处在表彰冯书，比如开头两句就是“取材谨严，持论精确”，但表彰之余的议论背后，又暗寓另一层深意。首先是解释的系统，冯书自
己声明是“就中国历史上各种学问中，将其可以与西洋所谓哲学名之者，选出而叙述之”，其实就有“格义”之嫌，而陈寅恪虽然承认这
些学问“非经过解释及排比之程序，绝无哲学史可言”，但又背面傅粉地进一步申论：若这样一来，“著者有意无意之间，往往依其自身
所遭际之时代，所居处之环境，所熏染之学说，以推测古人之意志。由此之故，今日之谈中国古代哲学者，大抵即谈其今日自身之哲
学者也，所著之中国哲学史者，即其今日自身之哲学史者也”。接下来那一句“其言论愈有条理统系，则去古人学说之真相愈远”，真
不知是表彰还是批评。其次是文献的运用，冯友兰虽然也相当关注文献年代的考订，但他基本上还是恪守旧说，孔是孔、墨是墨，按
照习惯的以书系人、以人设章，把孔、墨、孟、老、惠施与公孙龙、庄子等等分作清晰的章节，但是，陈寅恪《报告》中关于伪材料与真材
料的观点，儒家及诸子等经典皆非一时一人作品的看法，以及要用“纵贯之眼光，视为一种学术之丛书或一宗传灯之语录”的方法作
考古式的研究，如果严格说来，是否对冯书也是另一种批评呢？再次，在关于下册的《审查报告》中，更有意无意地点出冯书是“取西
洋哲学观念，以阐明紫阳之学，宜其成体系而多新解”，举了不少例子来指出冯书于佛教、道教及其对于新儒学之影响尚欠研究，“犹
有未发之覆”之缺憾，似乎与胡适对冯友兰书的批评，有相通之处。

参看葛兆光：《学术的意味———学习陈寅恪先生在清华大学毕业论文上的评语及批注》，《光明日报》２００１年４月２０日。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ｓ

Ｔｈｅ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ｓ　ｏｆ　Ｓｒｏｔāｐａｎｎａ：

　 Ｒｅ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ｏｆ　Ｃｈｅｎ　Ｙｉｎｋｅ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ｏｆ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Ｇｅ　Ｚｈａｏｇｕａｎｇ

　 Ｔｈ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ｏｆ　Ｃｈｅｎ　Ｙｉｎｋｅ　ｉｎ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ｃａｎ　ｏｎｌｙ　ｂｅ　ｕｎｄｅｒｓｔｏｏｄ　ｉｎ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ｃａ－

ｄｅｍｉｃｓ　ｉｎ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ｈａｌｆ　ｏｆ　ｔｈｅ　ｔｗｅｎｔｉｅ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ａｎｄ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ｏｆ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ｓ，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

ｏｒｉｅｎｔ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ａｎｄ　ｓｉｎｏｌｏｇｙ　ｉｎ　ｔｈｅ　Ｅａｓ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Ｗｅｓｔ．Ｆｒｏｍ　ｔｈｅ　１９００ｓｔｏ　ｔｈｅ　１９２０ｓ，ａｒｏｕｎｄ　ｔｈｅ　ｔｉｍｅ　Ｃｈｅｎ　ｂｅ－

ｇａｎ　ｈｉｓ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ｃａｒｅｅｒ，ｔｈｅｒｅ　ｅｍｅｒｇｅｄ　ａ　ｎｅｗ　ｔｅｎｄｅｎｃｙ　ｏｆ“ｓｈｏｒｔｅｎｉｎｇ　ｈｉｓｔｏｒｙ，”“ｅｎｌａｒｇｉｎｇ　ｓｐａｃｅ，”ａｎｄ“ｉｎ－

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ｓ，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　ｔｈｅ　ｆｉｅｌｄ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ｉｏｇｒａｐｈｙ．Ｔｈｉｓ　ｎｅｗ　ｔｒｅｎｄ　ａｌｏｎｇ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ｒｉｓｉｎｇ　ｐｏｐｕｌａｒｉｔｙ　ｏｆ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ｓｉｎｏｌｏｇｙ　ｉｎ　ｔｈｅ　Ｅａｓｔ　ａｎｄ　Ｗｅｓｔ　ｃａｕｓｅｄ　ａ　ｇｒｅａｔ　ｃｈａｎｇｅ　ｉｎ　ｔｈｅ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ｃａｄｅｍｉａ．Ｃｈｅｎ　ａｎｄ　ｈｉｓ　ｐｅｅｒｓ　ｅｎｔｅｒｅｄ　ｔｈｅ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ｍａｉｎｓｔｒｅａｍ，ｉ．ｅ．ｓｔａｒｔｅｄ　ｃｏｎｖｅｒｓ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ｅｖｅｎ　ｄｅｂａｔｅｓ

ｗｉｔｈ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　ｏｎ　ｍａｊｏｒ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ｉｓｓｕｅｓ；ａｔ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ｔｉｍｅ，ｔｈｅｙ　ｓｔｏｏｄ　ａｔ　ｔｈｅ　ｆｏｒｅｆｒｏｎｔ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ｆａ－

ｃｉｎｇ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ｉｍｐｅｌｌｉｎｇ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ｃａｄｅｍｉａ，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　ｈｉｓｔｏｒｉａ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ｈａｌｆ　ｏｆ　ｔｈｅ　ｔｗｅｎｔｉｅ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ｔｏ　ａｔ－

ｔａｃｈ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　ｔｏ　ｎｅｗ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ｔｏ　ｅｘｃａｖａｔｅ　ｎｅｗ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ｔｏ　ｅｘｐｌｏｒｅ　ｎｅｗ　ｆｉｅｌｄｓ，ａｎｄ　ｂｒｅａｋ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ｔｒａｄｉ－

ｔｉｏｎａｌ，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ｓｐａｃｅ　ｏｆ　Ｈａｎ　Ｃｈｉｎａ，ｔｈｕｓ　ｉｎｉｔｉａｔｅｄ　ａ　ｎｅｗ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ｏｆ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ｎｇ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ｎｄ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Ｔａｏｉｓｔ　Ｌａｗ　ｏｆ　Ｇｒｏｗｔｈ　ａｎｄ　Ｄｅｃｌｉｎｅ　ｖｓ．ｔｈｅＢｕｄｄｈｉｓｔ　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Ｏｒｉｇｉｎａｔｉｏｎ，ａ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ａ　Ｓｔｕｄｙ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Ｌａｏｚｉ　ａｎｄ　Ｍａｄｈｙａｍａｋａ　Ｓｈａｓｔｒａ　 Ｌｉｎ　Ｊｉａｎｄｅ

　 Ｂｏｔｈ　Ｔａｏｉｓｍ　ａｎｄ　Ｂｕｄｄｈｉｓｍ　ａｒｅ　ｒｅｇａｒｄｅｄ　ａｓ　ｓａｐｉｅｎｔ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ｓ　ｏｒ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　ｓｃｈｏｏｌｓ．Ｗｈａｔ　ａｒｅ　ｔｈｅ　ｓｉｍｉｌａｒｉ－

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ｔｗｏ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ｅｉｒ　ｃｏｒｅ　ｉｄｅａｓ？Ｔｈｅ　ｐａｐｅｒ　ａｎａｌｙｚｅｓ　ｔｈ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ｒｅ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ｏｆ　ｅａｒｌｙ　Ｔａｏｉｓｍ　ａｎｄ　Ｂｕｄｄｈｉｓｍ　ｂｙ　ｃｏｍｐａ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ｌａｗ　ｏｆ　ｇｒｏｗｔｈ　ａｎｄ　ｄｅｃｌｉｎｅ　ａｓ　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Ｄａｏ

ｏｆ　Ｌａｏｚｉ，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ｏｒｉｇｉｎ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ｉｄｄｌｅ　ｗａｙ　ｔｈａｔ“Ｓｕｎｙａｔａ”ｉｎ　Ｍａｄｈｙａｍａｋａ　Ｓｈａｓｔｒａ（Ｍūｌａ－ｍａｄｈｙ－

ａｍａｋａ－ｋāｒｉｋā）ａｉｍｓ　ｔｏ　ｒｅｖｅａｌ．Ｆｏｒ　Ｍａｄｈｙａｍａｋａ　Ｓｈａｓｔｒａ，ｔ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Ｎｉｄａｎａｓ　ｏｒ　ｍｕｔｕａｌ　ｃａｕｓａｔｉｏｎｓ　ａｍｏｎｇ　ａｌｌ

ｔｈｉｎｇｓ；ｗｈｉｌｅ　ｆｏｒ　Ｌａｏｚｉ，ａｌｌ　ｔｈｉｎｇｓ　ｅｘｉｓｔ　ｉｎ　ｇｒｏｗｔｈ　ａｎｄ　ｄｅｃｌｉｎｅ．Ａｌｔｈ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ｔｗｏ　ｓｅｅｍ　ｔｏ　ｈａｖｅ　ｓｉｍｉｌａｒ　ａｓｐｅｃｔ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ｂｏｔｈ　ｓｔａｔｉｎｇ　ｃｈａｎｇｅ　ａｎｄ　ｉｍｐｅｒｍａｎｅｎｃｅ　ａｓ　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ｔｈｅ　ｔｗｏ　ｋｉｎｄｓ　ｏｆ　ｌａｗｓ　ａｒｅ　ａｃｔｕａｌｌｙ　ｄｉｆ－

ｆｅｒｅｎｔ　ｉｎ　ｔｈｅｉｒ　ｄｅｔａｉｌｓ．Ｂｙ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ｉｎｇ　ｔｈｅ　ｔｈｏｕｇｈｔｓ　ｏｆ　Ａｇａｍａ　ａｎｄ　Ｐｒａｊｎａ，Ｍａｄｈｙａｍａｋａ　Ｓｈａｓｔｒａ　ｅｘｐｒｅｓｓｅｓ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ｉｄｄｌｅ　ｗａｙ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ｔｈｅ　ｏｎｅ　ａｎｄ　ｏｎｌｙ　ｗａｙ　ｏｆ　Ｉｎｄｉａｎ　Ｂｕｄｄｈｉｓｍ，ｍａｋｉｎｇ　ｐｅｏｐｌｅ　ａｂａｎｄｏｎ　ｔｈｅ　ｔｗｏ

ｓｉｄｅｓ　ａｎｄ　ｆｒｅｅ　ｔｈｅｍｓｅｌｖｅｓ　ｆｒｏｍ　ｓｕｆｆｅｒｉｎｇ．“Ｎｉｄａｎａ”ｉｎｖｏｌｖｅｓ　ｔｈｅ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ｓ　ｏｆ　Ｆｏｕｒ　Ｎｏｂｌｅ　Ｔｒｕｔｈｓ，Ｔｗｅｌｖｅ　Ｎｉｄａｎ－

ａｓ，Ｓｕｎｙａｔａ，Ｐｒａｊａｐｔｉ，Ｔｗｏ　Ｔｒｕｔｈｓ，ｅｔｃ．Ｌａｏｚｉ　ｓｙｍｂｏｌｉｚｅｓ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ｗｈｉｃｈ　ｄｅｖｅｌｏｐｓ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ｓ　ｏｆ　ｙｉｎ－ｙａｎｇ，ｏｒ　ｔｗｏ　ｐｏｌｅｓ，ｗｈｉｃｈ　ａｌｓｏ　ａｃｃｏｒ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ｓ　ｏｆ　Ｚｈｕａｎｇｚｉ，Ｔｈｅ

Ｂｏｏｋ　ｏｆ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ｗｏｒｋｓ．Ｌａｏｚｉ　ｖａｌｕｅｓ　ｃｈａｎｇｅ，ｄｉａｌｅｃｔｉｃ，ｈａｒｍｏｎｙ　ａｎｄ　ｕｎｉｔｙ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ｗｏ　ｔｈｉｎｇｓ，ａｎｄ

ｔｈｅ　ｌａｗ　ｏｆ　ｇｒｏｗｔｈ　ａｎｄ　ｄｅｃｌｉｎｅ　ｅｘｔｅｎｄｓ　ｔｏ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　ｃｏｎｃｅｐｔ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Ｄａｏ，ｎａｔｕｒｅ，ｈｅａｖｅｎ　ａｎｄ　ｍａｎ，ｈａｒｄ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ｓｏｆｔｎｅｓｓ，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ａｎｄ　ｍｏｔｉｏｎｌｅｓｓｎｅｓｓ，ｙｉｎａｎｄ　ｙａｎｇ，ｔｒｕｔｈ　ａｎｄ　ｆａｌ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ａｂｓｅｎｃｅ．Ｓｏ　ｔｈｅ　Ｔａｏｉｓｔ

ｄｕ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ｏｎｅ　ａｎｄ　ｏｎｌｙ　ｗａｙ　ｉｎ　Ｍａｄｈｙａｍｉｋａ　ａｎｄ　Ｂｕｄｄｈｉｓｔ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ｅａｃｈ　ｂｅｃｏｍｅｓ　ａ　ｐａｒａｄｉｇｍ　ｏｆ　ｗｉｓｄｏｍ　ｏ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ｓ　ｔｏ　ｒｅｓｐｏｎｄ　ｔｏ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ｉｓｓｕｅｓ　ｏｆ　ｌｉｆｅ．

Ａ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ｏｆ“Ｇｏｏｄｎｅｓｓ”ｉｎ　Ｌａｏｚｉ　 Ｌｉ　Ｘｉａｏｙｉｎｇ

　 Ａｓ　ａ　ｃｏｎｃｅｐｔ，“ｇｏｏｄｎｅｓｓ”ｉｎ　Ｌａｏｚｉ　ｒｅｆｅｒｓ　ｔｏ　ｖａｌｕｅ　ｊｕｄｇ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ａｃｔｓ　ａｎｄ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ｉｎ　ｂｅｎｅｆｉｔｉｎｇ　ａｌｌ　ｔｈｉｎｇｓ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ｓｔｒｉｖｉｎｇ，ｎｏｔ　ｄｉｖｉｄｉｎｇ　ｔｈｉｎｇｓ，ａｌｌ　ｔｈｅ　ｗｈｉｌｅ　ｔｒａｎｓｃｅｎｄｉｎｇ　ｆｏｒｍ　ａｎｄ　ｎａｍｅ．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ｔｅｒｍｓ“ｇｏｏｄｎｅｓｓ”

ｏｒ“ｋｉｎｄ　ｍａｎ”ｗｈｉｃｈ　ｃａｒｒｙ　ｅｔｈｉｃａｌ　ｊｕｄｇｍｅｎｔ，Ｌａｏｚｉ　ｃｌｅａｒｌｙ　ｄｅｆｉｎｅｄ　ｔｈｅ　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ｅ　ｏｆ　ｇｏｏｄｎｅｓｓ　ａｓ　ｂｅｎｅｆｉｔｉｎｇ　ａｌｌ

ｔｈｉｎｇｓ　ａｎｄ　ｈａｒｍｉｎｇ　ｎｏｔｈｉｎｇ，ｊｕｓｔ　ｌｉｋｅ　ｗａｔｅｒ；ｔｈａｔ　ｉｓ　ｔｈｅ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ｍｅａｎｉｎｇ　ｏｆ“ｇｏｏｄｎｅｓｓ”ｉｎ　Ｌａｏｚｉ．Ｔｈｅ　ａｄｊｅｃｔｉｖｅ

５６１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ｓ


